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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生动植物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以“效率”为目标的现代集约化农业技术的

推广，乡村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本文通过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英国乡村野生动植

物保护措施的演变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最后结合英国经验，为我国解决发展现代集约化农业过程中面临的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研

究发现，英国早期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主要针对濒危、珍稀和受到严重威胁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后，随着现代集约化农业的发展，普通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并逐渐

在以往物种和栖息地保护模式基础上，发展出整体性景观尺度保护模式。“活景观”理论出现后，英国乡村野

生动植物保护开始与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相结合。当前，我国农业正经历着一场集约化变革，乡村野生

动植物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但现有保护措施依然存在不足。对此，可以借鉴英国经验，在加强乡村野生动植

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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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rural wildlife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UK and its implications

ZHAGN Min1, YAN Hou-qi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2. Institu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Abstract ：Wildlif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 However,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dern 
intensiv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iming at “efficiency”, the survival of wildlife in countryside is threatened 
unprecedentedly. Applying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he conservation measures for rural wildlife in UK.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rural wildlife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early stage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UK focused on the endangered, rare and seriously 
threatened wildlife species and their habitats. After 1960s-197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nsive agriculture, 
the issues of common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rural areas had become a focus and the integrated landscape scale model 
was developed gradually on the basis of species and their habitat conservation model. With the advent of “living 
landscape” theory,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UK began to be integrated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Currently, China’s agriculture is undergoing a dramatic change of concentr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wildlife in 
countryside is seriously threaten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conservation measures. 
Therefore, China may learn from UK experiences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rural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to improve 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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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蜜蜂、蝙蝠和田间杂草等乡村野生动植

物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化肥、

农药和单一化种植等现代集约化农业技术的广泛运

用，在短期内大大改变了原有农业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和稳定性，严重威胁着乡村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如何将野生动植物整合入现代集约化农业之中，已

经成为当今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

国外学者对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的研究起

步较早。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欧洲和美国科

学家便已经开始探讨农田鸟类、蝙蝠和树篱等乡村

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景观

理论为欧美国家解决现代集约化农业和乡村野生动

植物保护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之下，国

内有关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且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宇振荣等 [1] 和谢坚等 [2] 就乡村半自然景观对蝴

蝶、蜘蛛和瓢虫等野生动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

总体来看，国内现有研究数量偏少，难以全面反映

我国乡村野生动植物生存现状和保护需求。 
英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兴起于 19 世纪下半

叶，早期主要针对濒危、珍稀和受到严重威胁的物

种及其栖息地。1981 年为了应对现代集约化农业引

发的野生动植物大量减少和灭绝，英国通过《野生

动植物和乡村法》将保护范围扩展到部分普通乡村

野生动植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整体性景观

尺度保护模式在农业环境政策中的运用，英国乡村

野生动植物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展，并在“活景观”

理论出现后与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相结合。

当前，我国农业正经历着一场集约化变革，乡村野

生动植物受到严重威胁，但现有保护措施却存在诸

多不足。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深入挖掘英

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出现的背景、发展历程

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和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现状提出政策建

议，以期为我国妥善解决现代集约化农业和乡村野

生动植物保护之间的冲突提供参考。

1  英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出现的背景 

19 世纪下半叶，快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和

科技的变革，导致英国本土自然环境恶化及物种大

量灭绝。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和资源掠

夺，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物种灭绝现

象。从本土的海鸟和鹿，到非洲的斑驴、美洲的旅 
鸽，以及北冰洋的海豹，物种的濒危和灭绝无不让

英国社会精英感到担忧，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问题

开始进入英国人的视野。1860 年英国通过《狩猎许

可证法》规定 ：任何人对野鸡、鹧鸪、松鸡、野兔

和鹿等野生动物进行狩猎，都必须经过许可。1869
年英国《海鸟保护法》设置了一个禁猎期，禁止在

这个特定期间射击海鸟和非法收集鸟蛋 [3]。1892 年

英国《野兔保护法》禁止在 3 月至 7 月野兔正常繁

殖季节出售灰兔和山兔，防止过度狩猎造成的野兔

数量急剧下降。 
20 世纪初，以生物有机体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

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兴起，整体主义自然观开始被

英国科学界所接受。英国科学家的关注点也开始从

个别物种转向栖息地。运用生态学知识开展野生动

植物状况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划定自然保护区，成

为当时英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常用方法。1910 年英

国博物学家查尔斯 · 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C）在

北安普敦郡自然历史学会上发表演讲指出 ：随着沼

泽的枯竭许多鸟类已经灭绝，“文明”正威胁着鸟

类栖息地，进而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他还认为 ：自

然保护区的科学合理性在于，通过维持可研究的生

态位，对新兴的生态学作出贡献。因此，不要只关

注鳞翅目昆虫，而是要认识到它们是当地生态的一

部分，与当地物种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 [4]。

1912 年在查尔斯 · 罗斯柴尔德带领下，英国自

然保护促进协会开始对英国重要自然保护地进行调

查，并于 1915 年编制了一份包含 284 个最重要野

生动植物保护区的列表，建议政府对这些区域采取

必要的保护措施。不过，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

影响，查尔斯 · 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最终没能被英国

政府采纳。当然，英国早期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努力，主要针对濒危、珍稀和受到严重威胁的野生

动植物，并不特别针对乡村中的普通野生动植物。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英国进入战后重建的快

速发展时期，日益增多的土地利用规划对英国野生

动植物造成了直接威胁，乡村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

问题日益凸显。1945 年英国成立了以朱利安 · 赫胥

黎（Huxley J）为主席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特别委

员会”（也称“赫胥黎委员会”），以调查英格兰和

威尔士野生动植物的保护需求。不久，“赫胥黎委

员会”向英国政府推荐了一份在野生动植物、地质

和地形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科学价值地点”

列表，并建议政府对之进行保护。“赫胥黎委员会”

的建议很快被英国政府采纳。1947 年英国成立自

然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选择和识别自然保护区和

“特殊科学价值地点”，并进一步通过《城乡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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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对自然保护区和“特殊科学价值地点”的

开发。

这样英国便在以往物种保护基础上，建立起自

然保护区和“特殊科学价值地点”等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保护制度。不过此时，英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措

施的重点在于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乡

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现代集约化农业技术引发

的乡村野生动植物大量减少和灭绝问题，并不在其

考虑范围之列。在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观念中，农

业是以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进行，不会对乡村

野生动植物造成严重危害。因此，除自然保护区和

“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中的野生动植物之外，无需

再对乡村中的普通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

然而，现实情况却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1947 年新《农业法》的出台标志着英国农业进入

了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生产主义”时期。该

法第 1 条规定 ：“农业的目的在于促进和维护一个

稳定和高效的农业产业，…，以最低的价格生产并

为农民和工人提供适当报酬和充足的资本回报率” 。
在《农业法》的指导下，英国农业开始朝着更加集

约化、机械化和专业化方向迈进。传统的混合型农

业迅速向工业化和标准化的“福特”式农业生产模

式转变，英国乡村中普通野生动植物的生存遭受更

大威胁。 
1956 年为了节约更多土地用于食物生产，英

国政府通过《乡村法》鼓励农民清除树篱以适应大

规模和机械化生产的需求。英国乡村中历经几个世

纪形成的树篱景观开始迅速消失。除此之外，田间

边界、草地、池塘和树林等乡村中其他半自然景观

也都因为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而遭到破坏。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英国农田中的植物种类大大减少，曾

经在农田中盛开的野花开始消失，耕地土壤的种子

银行功能显著下降 [5]。

杀虫剂农药等有毒化学品的大面积使用，是英

国乡村野生动植物消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DDT 等合成杀虫剂开始出现并被大量使

用，帮助农民以更密集和更简单的方式从事农业生

产。二战后，英国合成农药的使用数量呈指数级增

长，这给英国乡村野生动植物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威

胁。20 世纪 40—50 年代，英国科学家德里克 · 拉

特克利夫（Ratcliffe D A）发现，由于受到有机氯杀

虫剂的影响，英国境内游隼等鸟类数量出现下降趋

势 [6]。水獭是英国乡村环境健康的重要指标，20 世

纪 70 年代末英国全国性调查发现，在英格兰仅 6%
的调查地点有水獭存在 [7]。

野生动植物是农业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每个野生动植物都占据一定生态位，共同

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树篱”为菌菇、苔藓、

农田鸟类、蛾子、蝙蝠和冬眠的鼠类等野生动植物

提供栖息地。田边草地是蚯蚓、蜘蛛和金龟子等很

多无脊椎动物的家园。而野生动植物本身又为鸟类

和哺乳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或者可以为蜜蜂和

蝴蝶等传粉昆虫提供蜜源 [8]。

然而，以“效率”为目标的集约化农业，在短

期内大大改变了原有农业生态系统，导致乡村野生

动植物的不适应和大量死亡。单一化种植模式意味

着农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导致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丧失，杀虫剂等有毒化学品的

不当使用污染了野生动植物栖息的土壤和水源。当

然，集约化农业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也

同时改变了农民和土地、人类和食物之间的伦理关

系。原先关怀和照料土地的传统农民，如今变成为

利润而生产的商人，健康美味的食物开始难以找到。

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些伦理关系基础之上的乡村传

统文化景观也随之消失。

2  英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的兴起

1946—1950 年间，英国七名农场工人死于二硝

基邻甲酚农药中毒，农药对人类和非靶标野生动植

物的安全性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并专门为此开展

科学调查 [9]。普通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开始受

到英国社会的更多关注，相关保护措施也随之不断

增多。

2.1  英国科学家采取的保护措施

早在 20 世纪初，英国科学家便开始为保护野

生动植物开展科学调查和研究。除查尔斯 · 罗斯柴

尔德之外，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Tansley A G）

也曾多次联合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展林地遗址

和植被年代等问题的调查，以促进英国野生动植物

保护。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现代集约化农业对乡村

野生动植物的威胁不断加剧，更多英国科学家投身

到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之中，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

问题成为研究重点。

1961 年 4 月，朱利安 · 赫胥黎发表了题为《我

们必须拯救世界野生动物国际宣言》的著名演讲 ：

“当今世界，大量有益而无害的野生动物，在不必

要的毁灭性和缺乏考虑的狂欢中，失去了它们的生

命或家园。人们以先进的和文明的名义，将它们

枪杀或用陷阱捕获，将其用于剥削（为人类服务），

或者使用化学品将其毒害，…，但是现在停下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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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考还为时不晚”。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德里克 · 拉特克利夫等科

学家揭示了农药对农田鸟类繁殖的不利影响，为英

国限制 DDT 等农药的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1969
年第二次国际蝙蝠研究会上，英国科学家斯特宾斯

（Stebbings R E）等指出 ：二战后的 15 年里，飞虫

平均数量减少了大约 15%。蝙蝠在生态系统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巢穴和栖息地丧失、化学污染

等原因，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蝙蝠数量明显下

降。因此，建议通过制定法律、提供巢穴和封闭部

分洞口等方式实现对蝙蝠的保护 [10]。

树篱是英国乡村中最具代表性的半自然景观，

不仅为大量乡村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也同时

见证了英国乡村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具有较高的

生态价值和历史价值。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英国科

学家马克斯 · 霍伯（Hooper M）等就树篱中的物种

和树篱年龄之间关系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入而细

致的研究。经过长期观察和探索，发现树篱年龄与

树篱中所含物种数量之间存在特定线性关系 [11]。马

克斯 · 霍伯等的研究结果，为后来英国制定树篱保

护法律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更多英国科学家参

与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如诺曼 · 穆尔

（Moore N）领导的研究小组，对英国陆地和淡水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开展调查，发现农业化学品使用较

多的区域，蜻蜓等野生动物数量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Jenkins 等 [12] 对英国东北部红松鸡种群进行调查，

发现红松鸡种群下降与荒地的不当管理直接相关。

2.2  英国其他社会群体采取的保护措施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英国其他社会群体也开

始积极参与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活动。为了给乡村

野生动植物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英国林肯郡、约克

郡、西威尔士郡和莱斯特郡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信托

基金。到了 1964 年英国境内野生动植物信托基金

等有关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民间机构已经多达 36
个 [13]。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又有绿色和平组织、地

球之友和野生动植物链接等更多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相关的民间组织成立。 
英国农业部门曾经是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的强

烈反对者。20 世纪 40 年代在讨论制定《城乡规划

法》时，英国农业部长罗伯特·哈德逊（Hudson R S）

曾明确表示 ：粮食生产必须成为农业部门第一要务，

如果在规划部门中设置优先保护事项，那么必然会

侵犯农业部门的利益 [14]。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随着农业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之间冲突不断加剧，英

国农业部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强烈反对

保护野生动植物，而是主张农民是野生动植物的天

然管理者，负有替国家管理野生动植物的责任 [15]。

1969 年为了遏制外界对农业活动危害野生动植物的

批评，英国两个重要农业行业组织——全国农民联

盟和农村土地所有者协会，共同成立了“农业和野

生动植物咨询团”，以便更好地向农民介绍野生动

植物友好型农业技术。 
1973 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在高额补贴的刺激下

英国农业开始向更为集约化方向发展，乡村中的半

自然景观和野生动植物进一步遭受威胁。英国社会

保护乡村野生动植物的呼声不断高涨。1980 年英国

环境保护主义者乔恩 · 廷克（Tinker J）在《新学科

杂志》上发表题目为《英格兰景观的终结》一文，

对集约化农业造成的英国乡村半自然景观的破坏进

行了描述。马里恩·绍德（Shoard M）在《窃取乡村》

一书中谴责英国政府的高额补贴损害了乡村历史景

观和野生动植物。

2.3  英国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 

早在 1954 年，英国政府便制定了《野鸟法》

以保护农田鸟类。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杀虫剂等有

毒化学品带来的环境灾难，英国政府开始寻求更多

解决办法。1960 年为了调查亚致死杀虫剂的长期影

响，英国政府专门成立“有毒化学品和野生动植物

小组”。不久，英国政府又成立了“杀虫剂和其他

有毒物咨询委员会”，以解决农药的安全使用问题。

不过此时，除了限制农药的使用之外，英国政府并

没有采取更多其他措施。

1976 年英国政府通过《土地排水法》，授权农

业部补贴农民排干湿地，从而扩大农业生产面积。

原先设立的那些孤立保护地点，很快被集约化农业

所淹没。到了 1980 年，英国“特殊科学价值地点”

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区遭受破坏的情况已经成为新闻

头条 [16]。显然，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对相关农业法律

和政策进行实质性变革，那么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英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

1981 年为了进一步应对现代集约化农业给乡村

野生动植物生存带来的威胁，英国政府通过了《野

生动植物和乡村法》，将更多常见乡村野生动植物

纳入保护范围，包括全部农田鸟类和蝙蝠，部分甲

虫、蟋蟀、青蛙、蛾子、蜗牛、刺猬和蝴蝶等野生

动物，以及蕨类植物、野葱、黄精、苦艾等野生植

物。与此同时，该法又通过新的通告制度强化对“特

殊科学价值地点”的保护。按照该法规定，英国政

府应向相关权利人通告土地被认定为“特殊科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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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地点”的情况，并同时告知土地的“潜在损害操

作”[17]。此后的 3 个月内，相关权利人禁止从事这

些损害性操作，并应当同英国政府展开谈判以确定

限制土地使用的赔偿数额。

1981 年《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通过之后，英

国社会对待乡村野生动植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

化。越来越多的英国普通民众不再把刺猬和兔子视

为有害生物，蝙蝠也不再被视为令人恐怖的动物 [18]。

英国政府也开始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对乡村野生动

植物的保护。1986 年英国政府通过修订后的《农业

法》授权设立“环境敏感区”制度，以更好实现保

护乡村野生动植物等目标。同年，英国政府又专门

投入资金开展“国家蝙蝠年”活动，宣传对蝙蝠的

保护。

3  英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的发展 

3.1  物种和栖息地保护模式的不足

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野

生动植物保护措施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构

建起一套以物种和栖息地为基础的保护模式。1981
年《野生动植物和乡村法》虽然将保护范围扩张到

更多普通乡村野生动植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以往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基本模式。这种保护模式

的典型措施是 ：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受保护的

特定物种和栖息地，并通过法律禁止或限制人类对

这些特定物种和栖息地的侵害，明显带有消极保护

和局部保护特点。当然，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很难

妥善解决乡村中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 
农业生态系统是被人类驯化了的生态系统。单

纯的物种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转换和循环，

并不能算作是农业生产 [19]。禁止或限制人类活动的

消极保护方法，忽视了人类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性

作用，因此并不适于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普通野

生动植物。而局部性保护方法，则将 90% 以上的乡

村地区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不仅极大限制了受保

护区域，而且容易造成栖息地碎片化。

除此之外，消极保护和局部保护模式的另一个

重要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解决现代集约化农业造成

的乡村文化景观消失问题。事实上，乡村中的树林、

池塘和草地等景观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数千年人类

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和文化的紧密交织。

将人类活动排除在自然生态系统之外的消极保护和

局部保护方法，加剧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二元分离，

从而无法应对乡村文化景观丧失问题。

物种和栖息地保护模式的不足，直接影响了

英国乡村野生植物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英国自然

保护委员会数据显示，二战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集约化农业损坏了英国低地地区 97% 的湿地草

地 [20]。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英国乡村野生动

植物保护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有研究表明，1987—

1993 年间英格兰有 869 个“特殊科学价值地点”被损

坏，超过英格兰“特殊科学价值地点”总数的 20%。 
如果受保护区域情况都如此糟糕，那么可以想象在

更广阔的乡村正发生着什么 [21]。

3.2  景观保护模式的出现和运用

20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在生

态学领域的运用，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

科开始兴起。这为英国解决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提

供了新的思路。景观生态学将景观作为桥梁，把动

物、植物和人类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实现景

观利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优化。在野生动植物保

护问题上，景观生态学的应用带来一系列创新。首

先，不再将人类活动排除在“野生自然”之外，而

是主张发挥人类的主动性，通过调节农田中的景观

驱动因子，把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和乡村野生动植物

保护结合起来 ；其次，主张通过不同空间尺度的廊

道设计，开发一个相互连接的更大面积栖息地，从

而改变了以往局部保护的不足，呈现出一种系统性

和整体性的特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国开始将景观生态学

运用到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1983 年英国农民

领袖保尔 · 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 P）发表文章，

呼吁对农田边界进行管理以保护乡村野生动植物。

不久，牛津大学动物学系成立“野生动植物保护研

究小组”，在牛津大学实验农场开展大规模田间试

验，以解决如何通过对农田边界、树篱和草地等半

自然景观的管理，将野生动植物整合到现代农业生

产之中。英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小组”的这一

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景观生态学方法被正式

纳入英国有关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农业环境政策

之中。1991 年英国开始试点“乡村管理计划”，鼓

励农民通过恢复传统树篱、石头墙和水渠等积极管

理方式，为野生动植物创建廊道，将原先分散的栖

息地连接起来，从而实现对乡村中具有较高景观价

值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价值区域的整体保护。不过由

于在执行过程中，英国政府通常会将“乡村管理计

划”与以往的自然保护、历史保护和美景保护等问

题综合在一起，从而限制了“乡村管理计划”适用

的范围，相当多的乡村地区因此被忽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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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后，为了弥补上述不足，英国政府又

对相关农业环境政策进行改革，强化了景观尺度的

整体保护模式在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作用。改

革后的农业环境计划，不再将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

的范围限于特定区域，而是扩展到更广阔的乡村并

面向所有农民开放。今天，凡是参加相关农业环境

计划的英国农民，都应按要求从事特定的乡村景观

管理活动，从而实现对乡村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这

些措施包括不在粗放型草地上使用任何肥料，以防

止生物多样性减少 ；创建供传粉昆虫生活的农田边

界，以便提供花粉和花蜜 ；在水边种植 10 m 宽的

缓冲区，以减少肥料和杀虫剂对水源的污染等。 
通过努力，英国最终在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英国乡

村野生动植物数量下降的速度开始放慢，栖息地遭

受破坏的情况也有所缓解。如 1960—1966 年间英

国乡村树篱减少了 16 000 km，但 1988—1993 年间

只减少了 3 600 km [23] ；自 19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英

国失去了 50% 的池塘，但 1998—2008 年间，英国

乡村池塘增加了 12.5% [24]。尽管如此，改革后的英

国农业环境计划依然存在一定不足，主要在于景观

管理的范围被限制在田间边界、池塘和树林等乡村

半自然区域，而在乡村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和人类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区域，并不在景观管理

范围之内。 
3.3  景观保护模式的新发展

近年来，为了弥补传统景观理论的不足，英国

又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活景观”的理论。与传统景

观理论不同，“活景观”理论试图通过对半自然景观、

牲畜、农田和乡村社区之间在空间、情感和伦理维

度的复杂性关系的探讨，构建起人与自然相和谐的

食物生产体系和繁荣的乡村社会。在这种新理论中，

景观不再仅仅限于物种、栖息地和廊道，而是一个

由人类、土地和农业生产系统之间复杂关系所建构

的整体。“活景观”理论明确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目标，不能狭隘地通过物种、栖息地和自然特征

的保护来实现，而是需要认识和尊重其他景观使用

者的作用，并通过复兴可持续景观促进乡村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 [25]。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活景观”理论将土壤类

型和土地利用等以往被忽视的内容，纳入到乡村景

观保护的考虑范围，从而更好解决农业生产、乡村

发展和自然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农业技术方面，“活

景观”主张修复土壤和清除有毒化学物质。通过恢

复蚯蚓、蜣螂等野生动物到混作、轮作的土地，减

少农业化学品的使用，使得土壤获得重生 ；通过天

然的方法重建土壤有机质，如种植豆类或苜蓿从而

在土壤中储存氮元素等。由此可见，“活景观”农

业技术与健康、和谐的食物生产体系密切相关。

人们发现，从“活景观”角度管理乡村景观，

乡村整体面貌很快便发生显著变化。野生动植物重

新返回农场，蜜蜂和蝴蝶在田野中成倍地增加，农

田鸟类也变得更多。古老的氮循环重新发挥作用，

阳光、土壤、植物和动物一起工作，动物的粪便帮

助恢复土壤肥力同时又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居所。

土壤侵蚀和污染减少了，河流干净了，各种野生动

植物在生命之网中繁衍生息。与此同时，我们也获

得了更健康和更有营养的食物 [26]。通过“活景观”

理论英国最终将包括农业生产区域在内的整个乡村

纳入到景观保护范围之中，从而实现了乡村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人类农业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到目前

为止，尽管“活景观”理论还只被运用于剑桥郡等

地方，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它代表了英国

在保护乡村野生动植物问题上的一种新思路。 

4  英国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4.1  现代集约化农业对我国乡村野生动植物的威胁

我国传统农业以“天地人”宇宙系统为基础 [27]。

在人类的干预下，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天、

地、人、物和谐与统一的复杂系统。现代集约化农

业技术运用之前，我国传统农业也会使用一些技术

管理乡村野生动植物，但一般不会危害农业生态系

统健康。农业生产中的有害生物和天敌群体通常处

于自然消长和平衡状态 [28]。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和单一化种植模式的广泛运

用，现代集约化农业技术开始取代传统农业技术并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集约化农业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同时也

造成了农业生物多样性降低和农田生境的同质化与

碎片化，打乱了农业生态系统原有食物链和食物网

结构，容易引发农业生态系统中有益生物数量消减

和病虫害的肆虐暴发。目前，我国有关现代集约化

农业对乡村野生动植物影响的研究数量不多，但就

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蛙类资源正遭受严重破 
坏 [29]，蝙蝠栖息地受到严重侵扰 [30]，蝶类生物多

样性也遭到了较大威胁 [31]。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

全面反映我国乡村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但却展

示了其中令人担忧的一幕。 
4.2  加强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科学研究

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离不开科学研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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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可以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乡村野生动物灭绝的

原因并监测、追踪和揭示乡村野生动植物种群动态

变化情况。当如何保护乡村野生动物出现争议时，

科学又可以为某一立场提供辩护理由。此外，科学

研究的成果还可以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乡村野生动物

保护法律和政策提供支撑。因此，加强科学研究对

有效保护乡村野生动植物至关重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农业集约化程

度的不断增加，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有关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研究也随之增

多。宇振荣等 [1] 和谢坚等 [2] 曾经就农田边界对蜘蛛、

蝴蝶和蜜蜂等乡村野生动植物的影响进行过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开始从国家层面资助一些和乡

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的科学研究，如 2014 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植物与传粉者生物多样性的

景观决定因子》，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

疆玛纳斯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中集约化对蝶类多样

性的影响》等。

然而，相对于英国，我国有关乡村野生动植物

保护问题的研究数量偏少，不能全面展示当前我国

乡村野生动植物生存的整体状况和保护需求。此外，

如何将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科学研究和农业文化

传承、乡村社区繁荣等问题结合，依然需要我国学

者进一步思考。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乡村野生动

植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全面调查我国乡村

野生动植物生存现状和存在问题，为制定乡村野生

动植物保护法律和政策提供客观、可信的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改进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思

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丰富乡村野生

动植物的保护内涵，在保护乡村野生动植物的同时，

促进乡村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乡村振兴目

标的实现。

4.3  完善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政策

乡村地区是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其中生

活着大量普通野生动植物。2015 年数据显示，我国

现有耕地面积为 179 万 km2，几乎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面积的两倍 [32]。不能对如此大范围内数量众多

的普通乡村野生动植物进行有效保护，这显然是我

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制度的一大不足。近年来，我国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与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的

法律法规，如《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

库管理办法》《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等。此外，还通过《农

业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1991—1993）》 
《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

规划》和“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等政策措施，

进一步加强了对乡村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但与英国

相比，我国乡村野生动物植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和政

策依然存在保护制度不健全、保护目标不明确和保

护方法有限等问题。

因此，建议借鉴英国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

有关乡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政策，更好实现

对乡村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一方面，在现有野生动

植物保护法律制度基础上，针对乡村野生动植物保

护的特殊性，制定专门性的保护法律和政策。加强 
对现代集约化农业技术的规范，限制农药和化肥等

农业化学品的过度使用。另一方面，引入景观保护

模式，针对农田、牧场、林木和池塘等乡村半自然

景观制定相应的保护性法律和政策，在保护乡村野

生动植物的同时促进对乡村传统可持续文化景观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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